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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水价、定额管理还是按亩收费？

——海河流域农业用水政策探究

易福金 1, 3 肖 蓉 1 王金霞 2

摘要：本文以海河流域为例，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分析计量水价、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 3种

农业用水政策在不同节水目标下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政策会带来作物播种面积和灌溉

强度的变化，进而影响作物产量和农业部门社会福利。具体来说：①随着用水成本的提高，灌溉作物

总播种面积有较大幅度减少，雨养作物总播种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但作物总播种面积波动幅度较小。

②不同节水目标下，按亩收费政策使各作物灌溉强度下降幅度最小。③相同节水目标下，计量水价政

策更符合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大豆产业的对外依存度。④定额管理政策能

够以较低的农业部门总福利损失节约更多的水资源。⑤水资源的节约虽使农业部门整体社会福利下

降，但几乎不会给农民带来农业生产利润损失。

关键词：计量水价 定额管理 按亩收费 海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F323.2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气候变化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下，工业用水量与生活用水量激增，水污染问

题加重，中国农业生产部门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水短缺问题。从水资源供给来看，一方面，中国人均

水资源占有量少，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28%，且近年来北方各流域水资源总量呈现明显减少趋势
①
。

另一方面，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极易形成水旱灾害。从水资源需求来看，经济发

展和居民收入提高使得工业部门和生活部门的用水需求不断增加。从 1978～2016年，全国工业和生

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例由 13%增长至 38%，部门间用水竞争日益激烈。此外，气候变化预计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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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加剧中国主要粮食产区的水资源短缺（Wang et al.，2013）。

鉴于以上现状，我国急需积极调整农业水资源管理政策以应对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为此，中

国政府于 2011年提出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目前，在该项制度的框架下，中国农业用水管理政

策主要包括定额管理、水价政策（包括计量水价和按亩收费）、水权机制等。针对以上相关政策，急需

回答的问题是，这些政策对农民灌溉用水、各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究竟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不同政策的影响有何差异？目前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对比不同政策影响的差异性（例如畅明琦、

刘俊萍，2005；刘莹等，2015），或者只分析了政策对某一个或两个方面的影响（例如 Feike，2015）。

本文试图弥补已有相关研究的不足，尝试以定额管理和水价政策为研究重点回答上述问题，并对缓解

中国水资源短缺、粮食生产与节水的矛盾提出合理建议。

海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从水资源短缺的角度看，海河流域以不足全国 1.3%的水资

源量承担着全国 11%的耕地面积，灌溉用水短缺问题十分严峻。从地理位置看，海河流域包括北京、

天津、河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占有独特地位，随着城市化和工

业化的快速推进，面临更大的用水压力。从政策实施条件看，由于海河流域近 70%的灌溉水源是地下

水，而且所有灌溉机井都装有电表，还有一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点的机井安装了水表，这些条件

都有利于实施农业用水定额管理和计量收费。因此，以海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恰当的，也是十分必

要的，研究结果对北方其他水资源短缺地区的农业用水管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中国农业用水管理的政策背景

面对水资源短缺问题，在 20世纪 50年代，中国坚持采用“以需定供”策略，即通过兴修水利增

加供水量，这在当时百废待兴、水利设施缺乏的情况下是较为有效的办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

资源需求量越来越大，受社会、政治等因素制约，其边际开发成本也快速上升，水资源“以需定供”

的传统供给管理策略逐渐被调整为“以供定需”的需求管理策略。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下，政府部门希

望运用有效的水管理政策调整水需求以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从而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孙天合，

2017）。针对灌溉用水的需求管理策略，政府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水价改革、定额管理、建立

水权制度、推广节水技术等。

为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中国政府又开展了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涉

及范围包括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试图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节水工程建设、定额管理等措施，把农

业用水管理纳入整个社会用水管理的框架之下。2002年 3月，甘肃省张掖市被确立为首个节水型社会

试点，此后，海河流域的天津塘沽区、北京海淀区等地也先后成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为了推进农

业水价改革、建立农业用水的水权制度以有效地进行定额管理，2007年 5月，中国又确立了首批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等 8 省（区、市）的 14 个灌区，拉开了中国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的大幕。

下面仅对本文关注的水价改革（计量水价和按亩收费）和定额管理政策进行详细介绍。计量水价

和按亩收费在中国都有一些实施先例。从原理上说，计量水价指的是按照实际用水量对灌溉用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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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而按亩收费是指按照灌溉面积收取水费。这两种收费方式都属于水价政策的内容，原则上都试

图利用市场手段来调节用水量。在实施时间上，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有地方政府按亩收取灌溉水费。

计量水价则最早出现于 1965年中国制定的《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但由于“文

革”的影响，此《试行办法》基本形同虚设。直到 1985年 7月，国务院发布《水利工程水费核订、

计收和管理办法》，此后，在一些计量用水方便的地区，计量水价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而在计

量用水不方便的地区，按亩收费也得到了较好的施行。尽管如此，总体上中国农业用水收取的灌溉水

费总额仍然极低。例如，《百家大中型水管单位水价调研报告》中提到，2001年中国平均农业水价为

0.0361元/立方米，农业部门平均水费收取率为 71%①
，低于工业水费和自来水水费的收取率。

定额管理政策是通过政府强制力对可用水量的总额进行控制来实现预期合理的调配，属于调节用

水量的非市场手段。早在 2002年，中国各地陆续颁布了农业用水定额标准。随着 2007年中国推行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中央政府进一步提出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建立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

2011年中国确立水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污染控制“三条红线”的管理政策后，定额管理政策得到

了国家的大力推行和实施。尽管如此，现有文献对定额管理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非常有限，大多是定

性的逻辑分析。

三、文献综述

针对计量水价、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这 3种农业用水政策，国内外学者也进行过诸多研究。按亩

收费出现较早，由于收费方式简单而被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然而，由于用水量与收取的水费无关，

进而难以对农民节约用水产生激励，现有研究一致认为该政策的节水效果非常小（Tsur，2005）。关于

定额管理政策的分析有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一些学者认为，定额管理政策是一种有效的节

水方法，能促进种植结构调整和高效节水农业的发展（Shi et al.，2014）。但是，由于合适的定额难以

确定、量水设施缺乏、水权交易成本高（Chang and Liu，2010），定额管理往往在实际中效率并不高。

关于计量水价对农民微观主体影响的研究结果众说纷纭。尽管现有文献基本都认为计量水价提高不利

于农民收入的增加（Wang et al.，2016；廖永松，2009），但在节水效果的结论上存在较大分歧。一些

学者研究发现，价格机制能有效节约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效率（Dinar andMody，2004；毛春梅，

200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计量水价提高不能产生显著的节水效果（Yang et al.，2003；Mamitimin et

al.，2015），主要原因是水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用水的边际成本只有在超出水的边际价值或机会成本

时才会发挥作用（Huang et al.，2010）。在对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上，一些学者发现单位水价提高会使

农民改变作物种植结构（Bazzani et al.，2004；刘莹，2008）；而另一些学者通过事实分析表明，计量

水价政策对作物结构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Mamitimin et al.，2015；赵连阁、王学渊，2006），主要

原因有灌区耕地的专用性高、农民并非完全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村劳动力富余、水价上涨幅度小等。

已有的关于农业用水政策影响的文献主要是对单独某项政策的变化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也有一

①
资料来源：《百家大中型水管单位水价调研报告》，https://wenku.baidu.com/view/677c86fcaef8941ea76e057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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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文献关注几种政策影响的对比。总的来看可分为 3类：①通过回顾各国农业用水政策进行经验

分析（例如Molle，2009）；②采用一般均衡模型从宏观层面考虑各项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行业间

的相互作用，分析政策对农业部门经济的影响（例如牛坤玉、吴健，2010；王克强等，2011）；③采用

数学规划法从微观角度考虑政策对节水、农民收入、作物生产等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对政策进行评

价（例如 Shi et al.，2014；Feike，2015）。但已有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实施定额

管理政策比水价政策更为适当，有的则认为水价政策能更有效地进行水资源配置。研究结果产生差异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状况的差异性，例如，农民的反应以及水需求弹性的相对强

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艺、区域和制度等因素（Varela-Ortega et al.，1998；Gómez-Limón and Riesgo，

2004）。

综上，从研究的广度看，对微观主体进行分析的多数文献仅仅针对单独某项政策的影响开展研究，

而忽略了对各项政策影响的对比；少数文献尽管考虑了政策影响的对比，但从研究的深度看，仅仅关

注政策变动对某一个或两个方面的影响，忽视了政策变动带来的其他影响。例如，Feike（2015）在分

析水价变动对节水量的影响时假定每亩作物的用水量固定不变。从研究的结果看，受制于不同自然环

境和农业生产状况，已有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分歧。鉴于此，本文以海河流域为研究区域，对计量水价、

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 3种农业用水政策进行分析，全面考虑各种政策变动对各作物播种面积和灌溉强

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对作物产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从而拓展以往此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

富海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政策的相关研究。

四、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不同用水管理政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本部分首先从简化的水资源需求理论出发讨论计

量水价、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政策变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机制，接着建立用于分析 3种农业用水政策

影响的海河流域局部均衡模型，最后在该局部均衡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探讨用水管理政策

变动分别对作物播种面积、灌溉强度、产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方向。

（一）理论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计量水价、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政策变动对农业用水量、作物生产和社会福利的影

响，分析各种政策变动下水资源节约量与粮食生产的关系，权衡水资源节约与农业生产的利弊。从本

质上说，计量水价和按亩收费都是通过影响用水成本对农业生产产生作用，因此，受篇幅限制，下面

只具体分析提高计量水价和减少灌溉定额对农业用水量的影响（见图 1和图 2）。

水价政策和定额管理政策在影响灌溉用水、作物播种面积、产量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

点。对计量水价来说，根据现行水价和影子价格之间的关系，其影响有两种情况。在图 1中， 1S 代表

地区可用水量，DD代表无资源约束时水的价格需求曲线。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现行水价 01P 远

低于影子价格 sP ，这时将水价从 01P 提高到 1P，农民用水成本增加，带来的损失为 01 1P ABP的面积，

但用水量不变，仍为 1Q 。只有将水价从 01P 提高到 2P （高于影子价格），用水量才从 1Q 下降到 2Q ，

进而产生较大的损失（ 01 2P AEFP 的面积），各作物播种面积和作物产量等都将可能发生变化。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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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现行水价 02P 接近影子价格 sP ，这时将水价从 02P 提高到 2P （高于影子价格），用水量将从 1Q
下降到 2Q ，产生的损失为 02 2P CEFP 的面积，但该损失小于第一种情况中单位水价从 01P 提高到 2P 时

产生的损失。

图1 计量水价上升对灌溉用水量的影响 图2 灌溉定额减少对灌溉用水量的影响

定额管理政策易实施、成本低，一般不会给农民带来过重负担，对节水目标的实现是精确有效的，

但是设定合理的定额并不容易。在图 2中，当用水定额从 1Q 减少到 2Q 时，产生的损失为阴影部分

0 0ABB A 的面积，且水资源的影子价格将从 1sP 上升到 2sP 。可用水资源的减少可能会促使农民调整各

作物播种面积和灌溉强度。并且，用水量的减少可能会导致农作物单产下降，进而使作物总产量和农

业部门总福利也受到不利影响。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设水定额不能交易，所以在每个县
①
都实现同

样的节水目标下，预期实行定额管理政策的灵活度要比实行计量水价政策低，并且伴随着一些效率损

失。

理论上，按亩收费实施和管理的成本相对较低，是许多国家广泛应用的政策工具。但是，该政策

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造成节约水资源的农民与浪费水资源的农民之间的不公平；二是几乎不会起到

节约用水的效果，因为实际用水量与支付的水费之间没有必然联系（Tsur，2005；郭善民，2004）。水

费发生变动时，若每亩耕地上的收费水平低于选择灌溉带来的边际收益，就无法促使农民节水。只有

当每亩耕地上的收费水平不断增加到足够高时，农民才会减少灌溉面积或改变作物种植结构以应对灌

溉成本的上升。

（二）模型设定

本文拟通过建立海河流域的局部均衡模型对上述 3种农业用水政策进行分析，基本思路是假定农

户在各种资源约束条件下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为确保该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代表性，本文采

用非线性 PMP方法（positive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对模型进行了校准
②
。总体上，本文借鉴

Graveline andMérel（2014）的农业用水优化配置方法，利用广义 CES生产函数计算各作物产量，并

①
本文以海河流域的333个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单位。

②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给出具体的校准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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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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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考虑了农产品价格的内生性，以求能更准确地反映农业用水政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

构建的模型如下所示：

  



   
r
gi
r
g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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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gi gij gij gijg i 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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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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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式是最大化农业部门社会福利的目标函数。在该函数中，每种作物的生产利润等于总收益与

总成本之差。其中，变量
r
gijx 代表在 g 县 r 类地（r =1为灌溉地，r =2为雨养地）上生产作物 i要

素 j的投入量。 gip 是作物 i在 g 县的价格，
r
g iq 是作物i在 g 县 r 类地上的产量。模型中考虑了 3

种要素的投入， j =1、 j =2、 j =3分别表示土地、水和劳动力。
r
gijc 是各生产要素的单位投入成本。

在本研究中，灌溉作物的其他投入（如农药、化肥等）和雨养作物的投入都按土地的固定比例计算，

故将这些成本包括在土地成本 1
r
gic 中。根据 PMP方法，参数 1gi 、 2gi 和 3gi 的其中之一被加入到

土地、水或劳动力的成本中进行校准。理论上，3个校准参数中至多有一个参数非零。在只有一种资

源约束的地区，笔者将其加入到占成本比例最大的投入中；在有两种资源约束的地区，将 1gi 加入到

土地成本当中，即 2gi =0， 3gi =0（Mérel et al.，2011）。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给出利用基期数

据
①
求出各县自价格供给弹性和各类参数的过程。

（2）式和（3）式分别表示土地限制和水资源约束，要求各县所有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不超过基准

情景下的总播种面积，各县的灌溉用水总量不超过基期的灌溉供水总量。 1gb 和 2gb 分别代表各县土地

资源和水资源的供给总量。

（4）式和（5）式分别是灌溉作物和雨养作物的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递减假设。本研究对灌

溉作物采用的是CES生产函数，其中，
1
g iq 表示 g 县灌溉作物 i的产量，

1
gijx 表示 g 县为灌溉作物

i投入的要素 j的数量。该函数还涉及生产要素的效率参数
1
gi 、规模效益系数

1
g i 、生产要素 j的

①
本研究以 2014年为基期，详见第五部分的介绍。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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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占要素总投入的份额参数 gij 、生产要素替代系数 gi ①
。令  = 1 /gi gi gi   ，其中， gi

是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本文参照严婷婷（2015）的方法，根据极大化熵法计算得出 gi =0.435。对

于雨养作物，本研究采用的是固定比例生产函数，其中，
2
g iq 表示 g 县雨养作物i的产量，

2
1gix 表示

g 县雨养作物i的播种面积，
2
gi 和

2
g i 同样分别是雨养作物的效率参数和规模效益系数。在规模报

酬递减假设下，灌溉作物和雨养作物的生产都满足  0,1r
g i  。

（三）比较静态分析

随着农业用水管理政策的调整，各作物播种面积、灌溉强度、作物产量和社会福利将会相应发生

变化。下面以计量水价变化为例进行说明。

1.计量水价变化对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就作物播种面积而言，可将灌溉作物播种面积表示为

    1
1 1 , ,x P c P p ，将雨养作物播种面积表示为   2

1 1 , ,x P c p 。其中P代表计量水价； 1 代

表土地的影子价格；c 代表灌溉作物或雨养作物的总生产成本，但雨养作物的总生产成本与水价无关；

p代表农产品价格。为了节约篇幅，下面以计量水价升高为例进行分析。

将
1
1x 对P求导可得：

1

1

1 1 1
1 1 1x x x c

P P c P





    
 

    
（6）

（6）式中，当计量水价升高时，易知
1
1 1/x   <0且 1 / P  <0，即计量水价升高引起土地影子

价格下降进而对灌溉作物播种面积产生正向影响。当
1
1 /x c  <0且 /c P  >0时，计量水价升高引起

成本上升进而对灌溉作物播种面积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当计量水价升高时，灌溉作物播种面积的增

减取决于以上两部分的相对大小。

将
2
1x 对P求导可得：

1

1

2 2
1 1 



  


  

x x

P P
（7）

当计量水价升高时，（7）式中的 2
1 1/x   <0且 1 / P  <0，即计量水价升高引起土地影子价格

下降进而对雨养作物播种面积产生正向影响。因此，计量水价升高将使雨养作物播种面积增加。

2.计量水价变化对灌溉强度的影响。灌溉强度变化不仅与亩均用水量的变化相关，也与各县作物

播种面积的调整相关。灌溉强度可以用     1
1 2,W x P x P 表示，其中， 2x 表示各县作物的亩均用

水量，将W 对P求导可得：

①
参见Yi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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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1
1 2

    
 

    

W W x W

P P P

x
x x （8）

（8）式中，当计量水价升高时，易知 1
1/W x  <0，从上文对（6）式的分析中可知， 1

1 /x P  受

到两方面影响，其符号无法确定；而 2/W x  >0且 2 /x P  <0，即计量水价升高对灌溉强度的影响

是负向的。最终，灌溉强度的增减由上述两部分共同决定，因此，影响方向是未知的。计量水价下降

时的分析与上文类似，不再赘述。

3.计量水价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作物产量与播种面积和用水量相关，可以简单表示为

    1 2,Q x P x P ，其中， 1x 表示灌溉作物播种面积与雨养作物播种面积之和，将Q对P求导可

得：

1 2

1 2

xQ Q Q

P P P

x
x x

   
 

    
（9）

（9）式中，当计量水价升高时，易知 1/Q x  >0，且在土地面积给定的条件下有 1 /x P  ≤0，

即水价升高通过影响各作物播种面积进而对作物产量产生负向影响；同时， 2/Q x  >0 且

2 /x P  <0，即水价提高通过减少亩均用水量而对各作物产量产生负向影响。综上，计量水价升高会

减少作物产量，而计量水价下降的影响方向则相反。

4.计量水价变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社会福利包括生产者福利   1;ps c P  和消费者福利

  2;cs c P  ，其中， 1 和 2 分别代表农产品的价格供给弹性和价格需求弹性，且与计量水价变

化无关。对生产者福利而言，水价升高带来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使供给曲线上移，从而影响均衡价

格和产量。对消费者福利而言，生产者成本上升带来产品价格上升，进而使消费者福利下降。但是，

在价格需求弹性较小的情况下，生产者福利是有可能上升的。因此，笔者预期在计量水价升高的条件

下社会总福利的变化方向是不确定的，在计量水价降低的条件下亦然。

五、数据与情景设置

（一）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中国华北地区的海河流域，该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3.3%，水资源总量仅

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0.8%，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和河南等 8个省（区、

市），共包括 333个县级行政区
①
。其中，北京和天津全部属于海河流域；河北、山西和山东 3省在

海河流域的面积占各自所辖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91%、38%和 20%；河南、内蒙古和辽宁有小部分面积

位于海河流域内。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由 3个部分组成：①研究所、湖泊流域科学数据中心和政

府部门的二手统计数据；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实地调查数据；③期刊文章的研究数据。

①
下文中所讲的“县”都指的是县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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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所有县的各作物播种面积和平均单产数据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由于海

河流域边界与跨流域的县级行政区边界并不一致，笔者利用GIS软件划分出各县位于海河流域内的面

积，进而得到各县流域内分作物的播种面积。2002年海河流域 1∶25万边界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

学共享服务平台“湖泊流域科学数据中心”。

本研究关注农业用水政策对作物灌溉结构的影响，因此，需要区分灌溉作物和雨养作物的播种面

积和单产。目前，中国并没有将各作物播种面积按照灌溉和雨养分别统计，因此，各县灌溉作物和雨

养作物各自所占的播种面积比例和产量比例是参照相关研究（例如石玉林、卢良恕，2001；李浩，2008），

并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一手调查资料修正后得到。获得这些比例数据后，笔者在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的各作物播种面积和平均单产数据基础上，计算得到各县灌溉作物与雨养

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单产数据。

农业用水数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价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2015

年的实地调查，并利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的省（区、市）级平均灌溉用水价格数据

进行补充。另一方面是农作物灌溉用水量数据，同样来自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2015年的实

地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确定样本县、样本村和样本农户，问卷包括县级问卷、村级问卷

和农户问卷。由于该调查在海河流域仅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和辽宁 5省（区），未包括北

京、天津和山东，因此，这 3个地区的县级灌溉用水量数据根据各县的农业灌溉用水定额进行补充。

本研究所用的农业生产的其他相关数据包括主要农产品价格、劳动力价格、地租、亩均劳动力投

入、亩均化肥投入、亩均种子投入、亩均农药投入等。这些数据均来自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 2014》①
。同时，考虑到农产品价格的内生性，本研究采用了张宗威（2004）的各作物需求价格

弹性数据。

（二）基期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 2014年作为与模拟期对比的基准年，并对基期数据的相关指标情况进行了统计描述（见

表 1）。表 1中的结果显示，2014年，在海河流域的九大作物中，玉米的播种面积最大，占比为 47.94%；

甜菜的播种面积最小，占比仅为 0.05%。表 1中也报告了各作物的主要投入情况，包括灌溉水、劳动

力和其他投入（包括土地租金、种子、农药、化肥等）。此外，表 1中也报告了各作物的产出情况，

包括作物单产和主要农产品价格。

表 1 2014年海河流域主要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单位面积投入和产出情况

作物类型
播种面积比

例（%）

投入 产出

灌溉水 a

（立方米/亩）

劳动力

（天/亩）

其他投入

（元/亩）

单产

（公斤）

单价

（元/公斤）

水稻 0.93 476.9 7.7 1 170.6 559.9 3.0

小麦 35.07 293.3 5.1 639.2 431.5 2.4

玉米 47.94 151.7 5.8 525.3 411.3 2.2

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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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 1.67 72.8 5.5 400.8 134.7 4.4

花生 3.96 149.7 10.1 725.2 249.1 5.8

油菜籽 0.26 69.7 3.7 327.0 115.9 5.2

棉花 7.13 54.1 22.0 706.5 80.0 16.2

甜菜 0.05 171.5 12.8 727.7 2677.9 0.6

土豆 3.00 108.8 7.5 776.5 290.8b 1.2

注：基期数据均为汇总到流域层面的均值；a灌溉水投入指的是灌溉地上作物的亩均用水量；b土豆单产为折粮值。

由于篇幅所限，2014年海河流域各县各作物的单位灌溉水价并未在表 1中列出，但对海河流域 8

省（区、市）平均灌溉用水价格的统计结果显示，各省（区、市）之间灌溉用水的计量水价差距较大，

省（区、市）平均水价介于 0.15～0.46元/立方米之间。各地区间水价相差较大主要与水资源的稀缺程

度和水源相关。一般来说，以地表水灌溉为主的县水价较低，而以地下水灌溉为主的县水价较高。

（三）情景设置

笔者拟通过模拟计量水价、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的不同政策强度来实现 3种特定的节水目标。这

3种节水目标分别被设定为减少基期灌溉用水量的 10%、20%和 30%。在计量水价情景下，以基期（2014

年）各县的单位灌溉水价为基础，逐步提高水价以实现相应的节水目标。在定额管理情景下，以基期

各县灌溉水资源总量为基础，根据节水目标直接对各县可用灌溉水资源总量设定约束。在按亩收费情

景下，以基期各县每亩水费为基础，逐步提高收费水平直至实现相应节水目标。由于农作物在灌溉过

度的情况下反而会减产，因此，限制该情景下各县各作物的亩均用水量不超过基期的亩均用水量。当

政策强度发生变化时，农民会权衡收益和成本，并对各作物播种面积和灌溉强度做出相应调整，进而

影响海河流域整个农业部门的作物总产量和社会福利。

六、模拟结果分析

在计量水价、定额管理或按亩收费的政策强度发生变化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土地、水和劳动

力资源会得到重新分配，与之相关的作物产量和农业部门总福利也将相应变化。为实现节水 10%、20%、

30%的政策目标，3种政策的政策强度变化幅度如表 2所示。在节水量相同的情景下，按亩收费政策

下水费的提高幅度远高于计量水价政策下水价的提高幅度。例如，为实现节水 30%的目标，按亩收费

政策下每亩地平均收取的水费是基期的 4.5倍，而计量水价政策下每立方米灌溉用水的水价是基期的

3.4倍。

表 2 不同节水目标下农业用水政策强度的变化幅度

节水量 计量水价（%） 定额管理（%） 按亩收费（%）

10% 85 -10 140

20% 200 -20 290

30% 340 -30 450

（一）各政策变化对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

表 3展示了不同政策下节水量与灌溉作物总播种面积、雨养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关系。从各政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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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作物总播种面积变动的结果来看，灌溉作物总播种面积都在减少。其中，按亩收费政策下灌溉作

物总播种面积减少的幅度最大，是定额管理政策下减少幅度的两倍多。主要原因是，按亩收费与用水

量无直接关系，当每亩水费增多时，节水主要来源于各作物灌溉面积的减少。与灌溉作物总播种面积

的变动相对应，所有政策下雨养作物总播种面积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按亩收费政策下雨养作物

总播种面积增加得最多。

表 3 各种政策不同节水目标下灌溉作物和雨养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变化

节水量
灌溉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变动幅度（%） 雨养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变动幅度（%）

计量水价 定额管理 按亩收费 计量水价 定额管理 按亩收费

10% -4.04 -4.11 -8.85 4.40 6.54 9.62

20% -9.05 -8.98 -20.19 11.33 14.33 26.07

30% -15.36 -14.76 -31.29 21.33 23.59 43.84

表 4展示了计量水价政策下实现各节水目标时各灌溉作物播种面积（简称“灌溉面积”）和各雨

养作物播种面积（简称“雨养面积”）的变化情况
①
。从表 4中的结果可以看出，用水成本越高，大

部分作物的灌溉面积减少得越多，雨养面积相应增加得越多。例如，在节水 10%、20%和 30%时，玉

米的灌溉面积减少率分别为 5.76%、14.84%和 26.03%，而雨养面积增加率分别为 4.47%、11.75%和

20.39%。作物的灌溉面积减少（或增加）幅度与单产对灌溉用水的敏感程度、单位面积土地的用水量

和单位面积利润有关。当用水成本增加时，一般来说，单产对灌溉用水较敏感、水密集型且单位面积

利润较低的作物，灌溉面积下降的幅度较大。但是，从表 4的结果中发现，水稻的灌溉面积随着用水

成本的提高而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在当前的种植技术条件下，其产量对于灌溉用水量并不是特别敏感，

这和Mérel et al.（2014）的发现一致。另外，尽管水稻属于水资源密集型作物，但水稻的单位面积净

利润较高，因此，其灌溉面积随着水价升高呈现上升趋势。不过可以看到，水稻的灌溉面积增幅较小，

仅在 3.24%～7.11%之间。从表 4中的结果也不难发现，随着目标节水量的提高，各种作物的雨养面积

并不都会增加。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在受到政策变化的冲击时，农户一般来说会把土

地优先分配给单位面积利润高的作物，进而挤占单位面积利润较低的作物。表 4中的数据表明，小麦、

玉米、甜菜和土豆的雨养面积都是增加的，其中，小麦的雨养面积增加幅度最大；大豆、油菜籽和棉

花的雨养面积略有减少。

表 4 不同节水目标下计量水价政策对各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

土地

类型

作物

类型

基期
节水目标

10% 20% 30%

播种面积（公顷） 播种面积变动（%） 播种面积变动（%） 播种面积变动（%）

灌溉
水稻 93922 3.24 7.11 3.57

小麦 2524890 -1.01 -2.05 -3.21

①
受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列出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政策变化对灌溉作物和雨养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结果，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向本文作者索要。



计量水价、定额管理还是按亩收费？

- 12 -

玉米 2721811 -5.76 -14.84 -26.03

大豆 81205 -18.26 -17.93 -12.67

花生 188566 -6.36 -15.59 -25.87

油菜籽 12621 -2.29 96.94 82.88

棉花 462347 -5.89 -11.00 -17.41

甜菜 3404 -10.32 -8.29 -13.22

土豆 154878 -12.01 -21.47 -28.14

雨养

小麦 1031284 7.02 18.03 38.18

玉米 2138581 4.47 11.75 20.39

大豆 87973 -0.47 -2.08 -4.14

花生 212626 0.25 -0.54 -2.29

油菜籽 14233 -1.09 -4.82 -10.04

棉花 260070 -0.11 -0.96 -2.17

甜菜 1833 2.65 10.84 18.30

土豆 148803 2.51 6.62 11.01

灌溉作物总播种面积和雨养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变化最终会影响作物总播种面积（见表 5）。从表 5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节水量相同的情况下，按亩收费政策下作物总播种面积减少得最多，定额管理

政策下减少得最少。总体来说，在节水量 30%以内，作物总播种面积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表 5 各种政策不同节水目标下作物总播种面积变化

节水量
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变动幅度（%）

计量水价 定额管理 按亩收费

10% -0.80 -0.02 -1.75

20% -1.22 -0.02 -2.42

30% -1.27 -0.03 -2.42

（二）各政策变化对作物灌溉强度的影响

一般来说，随着用水成本增加，灌溉强度的变化受到 3个方面因素的影响：①是否属于水资源密

集型作物。对于水资源密集型作物，用水成本增加对灌溉强度的负向影响更大。②单位播种面积的种

植收益。单位面积的种植收益越低，用水成本增加对灌溉强度的负向影响越大。③作物单产对灌溉用

水的弹性。单产对灌溉用水越敏感，用水成本增加对灌溉强度的负向影响越小。另外，由于作物单产

对灌溉用水的弹性是非线性的，各作物的灌溉强度究竟如何变化，很难进行直观判断。本文是将县级

数据汇总到流域求出各作物灌溉强度，因此，各作物灌溉强度变化不仅与亩均用水量相关，还与各县

作物播种面积的调整相关（具体可见上文（8）式）。表 6报告的是在不同节水量情况下各作物灌溉

强度的变化。在粮食作物中，水稻属于水资源密集型作物，且单产对灌溉用水的弹性小，在 3种政策

不同节水量情况下灌溉强度的下降幅度都比较大。当目标节水量为 30%时，水稻在计量水价政策下灌

溉强度的下降幅度超过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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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种政策不同节水目标下各作物灌溉强度的变化

政策 节水量
各作物灌溉强度的变动幅度（%）

水稻 小麦 玉米 大豆 花生 油菜籽 棉花 甜菜 土豆

计量

水价

10% -18.55 -8.28 -6.13 4.47 -4.58 -11.37 -1.26 -5.49 -6.79

20% -29.21 -15.00 -11.49 -18.45 -10.69 -61.20 -6.13 -24.22 -18.10

30% -33.08 -21.69 -17.33 -41.93 -19.34 -65.34 -13.43 -32.22 -28.84

定额

管理

10% -7.51 -8.49 -6.39 0.69 -4.16 10.33 -5.95 0.87 -1.58

20% -15.04 -16.52 -12.78 0.04 -8.22 16.64 -10.96 -2.28 -4.31

30% -22.43 -24.39 -18.73 -0.91 -11.66 22.00 -15.26 -5.23 -7.27

按亩

收费

10% -1.65 -2.35 -1.64 -1.22 -0.39 -0.03 -0.28 2.24 -6.95

20% -3.05 -3.21 -1.68 -1.77 -1.04 -0.30 -0.41 2.19 -10.91

30% -3.71 -3.56 -1.21 -2.02 -1.95 -0.73 -0.19 2.26 -13.03

对比同一政策不同节水目标下的结果不难发现，绝大部分作物的灌溉强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随着目标节水量的增加，计量水价政策下所有作物的灌溉强度越来越小，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政策下

大部分作物的灌溉强度也越来越小。对比同一政策下不同作物的结果可以发现：①计量水价情景下实

现 10%的节水量目标时，水稻的灌溉强度下降得最多，接近 19%；当实现 20%和 30%的节水量目标时，

油菜籽的灌溉强度下降得最多，超过了 60%；②定额管理政策不同节水量情况下，灌溉强度下降最多

的是小麦，其次是水稻。在节水量为 30%时，这两种作物的灌溉强度分别下降了 24.39%和 22.43%；

③按亩收费政策下，如果实现 30%的节水量，灌溉强度下降较多的依次是土豆、水稻和小麦。

对比不同政策同一节水量情况下各作物的灌溉强度变化可以看出，按亩收费是 3项政策中对作物

灌溉强度影响最小的。进一步比较计量水价和定额管理政策下各作物的灌溉强度变化可以发现，对水

稻、花生和土豆而言，无论在哪种节水量下，其灌溉强度在定额管理政策下的变动幅度都比计量水价

政策下小；对小麦和玉米而言，无论在哪种节水量下，其灌溉强度在计量水价政策下的变动幅度都比

定额管理政策下小；对大豆而言，当节水量达到 20%甚至 30%时，其灌溉强度在计量水价政策下受到

的影响最大，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18.45%和 41.93%，而另外两个政策下大豆的灌溉强度受到的影响则

非常有限。

（三）各政策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各作物产量的变化是作物播种面积、灌溉强度等变化综合影响的结果。从结果来看，在各种政策

下，当用水成本增加使得节水量增加时，各种作物的总产量（包括灌溉和雨养）都出现下降（见表 7），

这与对（9）式的分析结果一致。例如，在计量水价政策下，大豆节水量为 10%、20%和 30%时，其

总产量损失分别为 1.41%、4.26%和 7.98%。

表 7 各种政策不同节水目标下各作物总产量的变化

政策 节水量
作物总产量的变动幅度（%）

水稻 小麦 玉米 大豆 花生 油菜籽 棉花 甜菜 土豆

计量 10% -0.61 -0.24 -0.59 -1.41 -0.80 -0.83 -0.43 -0.37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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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 20% -1.50 -0.70 -1.86 -4.26 -2.64 -2.62 -1.49 -1.26 -0.95

30% -2.86 -1.51 -3.61 -7.98 -5.50 -5.14 -3.37 -2.28 -1.78

定额

管理

10% -0.89 -0.52 -1.02 -2.20 -1.82 -1.56 -1.12 -0.33 -0.30

20% -2.06 -1.19 -2.30 -4.71 -4.01 -3.37 -2.54 -0.75 -0.72

30% -3.64 -2.05 -3.89 -7.71 -6.59 -5.64 -4.33 -1.30 -1.28

按亩

收费

10% -0.95 -0.41 -0.89 -1.71 -0.95 -1.64 -0.42 -0.78 -0.57

20% -2.37 -1.13 -2.21 -3.63 -2.94 -3.34 -1.12 -1.91 -1.27

30% -4.05 -2.10 -3.90 -6.70 -5.71 -5.13 -2.57 -3.07 -2.03

在节水量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政策对各作物产量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来看，计量水价政策引起

的作物产量损失最小（见表 7）。这是因为，与按亩收费政策相比，计量水价下的用水成本与用水量

直接相关，节水效率必然更高。与定额管理政策相比，计量水价可对每一单位灌溉用水收费，促使农

民调整用水需求并对农业生产进行优化，而定额管理政策针对每个区域实现同样的节水量，灵活性不

足，容易产生效率损失。表 7中的结果表明，无论设定为哪种节水目标，计量水价政策情景下，水稻、

小麦、玉米、花生总产量的下降幅度都最小。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量 9542万吨，占国内需求量的 85%。进口的大豆中，34%

来自美国。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打响，大豆成为进口农产品中的突出问题。根据本文结果，在所有作物

中，无论在何种政策或节水量下，大豆总产量的下降幅度都最大，最高损失将近 8%，这将进一步加

剧中国大豆产业的对外依存度。

（四）各政策变化对农业部门社会福利的影响

图 3描绘了各种政策不同节水量情况下农业部门社会福利的变化。图 3（a）反映了随着节水量的

增加农业部门总福利呈现下降趋势。在节水量相同的情况下，定额管理政策引起的福利损失最小，而

按亩收费政策引起的福利损失最大，主要是因为按亩收费政策下用水量和用水成本无直接关系的低效

节水方式造成了更多的福利损失。

图 3（b）是各种政策在节水目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者福利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定

额管理和按亩收费政策下生产者福利都会增加，而计量水价政策下生产者福利会受到损失，不过损失

很小。这与之前大部分研究（例如Wang et al.，2016；廖永松，2009）得出的“节水将导致农民利润

下降”的结果不太一致。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灌溉作物的水投入和其他投入之间具有替代性，

这将抵消一部分灌溉用水量减少给生产者带来的损失。二是在本文中农产品价格是内生的，而主要粮

食作物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产量下降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较大幅度上升
①
，从而带来生产者利润的

增加。由于本文的分析考虑了投入要素的替代性和价格的内生性，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更贴近现实。相

对于另外两种政策，计量水价政策下生产者福利稍有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在计量水价下要达到节水目

标，单位水价必须高于影子成本，这给农民带来较大的用水负担；另一方面是由于计量水价高效率的

节水机制使得作物产量损失最小，农产品价格上升增加的利润低于用水成本上升和产量下降带来的损

①
受模型所限，本研究假定农产品国际贸易量和库存量在短期内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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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图3 各农业用水政策不同节水目标下社会福利的变化

注：在图（a）中，当节水量为0时，各农业用水管理政策对应的农业部门总福利水平略有不同，主要原因是本文设

定计量水价和按亩收费政策在基期的单位用水成本等于实际观测值，而定额管理政策在基期的水费为 0。从模拟分析的

结果来看，这些差别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

与生产者福利受到的影响不同，随着节水量的增加，各种政策下消费者福利都在不断下降（见图

3（c））。其中，按亩收费政策下消费者福利下降速度最快，当节水量大于 25%时，按亩收费政策下

消费者福利开始低于计量水价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在同样的节水量下，按亩收费政策造成作物总产

量出现较大的损失，进而使农产品价格上升，最终导致消费者福利损失较大。因此，在采用节水政策

的同时，更应关注的可能不是农民收入，而是农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低收入群体。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北方地区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对未来保障农业生产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意味着

制定高效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针对海河流域分析了 3种潜在农业用水政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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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价、定额管理和按亩收费）对各作物的播种面积、灌溉强度、产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从结果来看，这 3项政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水资源的使用，但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福利有着不

同影响。从对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看，随着节水量的增加，灌溉作物总播种面积在各种政策情景下都

有较大幅度下降，雨养作物总播种面积都有较大幅度上升，但各作物总播种面积变化较小。在实现同

样节水目标的情况下，定额管理政策更有利于维持播种面积，按亩收费政策带来的播种面积减小幅度

最大。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海河流域利用计量水价政策节水对粮食总产量的冲击最小，较另外两个

政策更符合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定额管理政策能够以较低的农业部门总

福利损失节约更多的水。灌溉用水的节约虽然会使农业部门整体的社会福利下降，但基本不会给农民

带来利润损失，即节水与中国保障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并不抵触。

本文根据所得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提高雨养作物的农业用水效率。在各种农业用水成

本增大的情况下，雨养作物总播种面积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提高其用水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

二，从粮食安全和生产者福利角度考虑，通过提高灌溉用水的计量水价来实现节水目标对中国更为合

适，但也应启动配套政策以平衡作物生产与水资源节约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计量水价情景下，水价

升高使大豆产量损失较大，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大豆产业的对外依赖程度，因此启动配套政策保持大豆

的稳定生产至关重要。第三，节水政策会导致作物减产，从而使农产品价格上升，这将降低低收入群

体的生活水平，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在政府有财政压力的情况下，也可考

虑将节约的水资源适当转移给工业部门，并从工业部门收取水费以补偿低收入群体。

当然，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中国目前没有官方统计

的县级灌溉作物和雨养作物的播种面积、单产以及用水量数据，本研究利用播种面积比例和单产比例

进行估算，通过调查数据和官方的县级用水定额确定它们的用水量和水价数据，因此，数据很有可能

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但是，笔者认为，本文主要进行的是趋势性的比较静态分析，数据误差的影响

也可能较小。在未来可以获得更可靠的数据后，笔者期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本文研究结果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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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rice, Quota or IrrigatedArea Tax?AnExamination ofAgricultural
Water Policies inHaihe River Basin

Yi Fujin Xiao Rong Wang Jinxia

Abstract:Taking Haihe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three major water management policie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namely, water price, quota and tax based on irrigated area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y a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lantation areas of irrigated cro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in water cost, and

the total plantation areas of rain-fed crops increased, while the change of the total plantation areas of crops were minor. Second,

under different water-saving targets, the irrigation intensity of crops under the tax based on irrigated area policy decreased the least.

Third, the price policy seems the least harmful to China’s food self-sufficiency, but it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external dependence

of China’s soybean industry. Fourth, the quota policy can save more water resources with a relatively low welfare los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Finally, although water conservation has reduced the social welfar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t does not seem to

affect producers’surplu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KeyWords:Water Price;WaterQuota;TaxBased on IrrigatedArea; HaiheRiverBasin


